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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论文的摘要编写有标准规范，要对研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练陈述，排除在本学科领域已成常识的内容，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
摘要：目前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各自的减污效应已有较为充分探讨，但对于二者共同作用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仍不多见，而既有理论和实践表明二者对环境污染治理具有明确的影响路径与机制。为此，基于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数据，分析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结合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重点探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环境污染过程中技术创新所发挥的调节效应及影响的传导途径。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倒“U”型特征，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技术创新能够降低环境污染，且正向调节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在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以及污染光环效应发挥作用；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环境污染的改善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的减污效果最佳，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技术创新未起到显著调节作用，成渝城市群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严重。据此，提出长江经济带可在持续改善人力资本结构和适应性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充分优化并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吸收优质外资，以持续改善该地区的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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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10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03 to 2020,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ocusing 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ffect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impact.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inverted U-shaped, an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the more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eco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n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while under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impact of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effect and pollution halo effect; third, the improvemen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three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differs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mong the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the best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has not played a significant regulatory role, and the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the most serious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ordingly, it proposes tha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an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human capital structure and ada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of fully optimize,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bsorb high-quality foreign capital,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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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个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地区，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长江充沛的水资源和优良的自然环境为大规模城市群的崛起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其中庞大的河流运载能力形成了以水路运输为主、铁路运输和管道运输等共同发展的多元交通运输网；长三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覆盖了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链条，组成了长江经济带的多个重要增长极，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借助自身优势与战略支持，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迎来了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稳步推进。然而，纵观本地区长期以来的高速发展，一个始终无法绕开的问题是资源弱化与环境污染已成为阻碍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如何协调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全力实现二者的协同共进，成为这一地区关注的重点话题。针对这方面，政府和学界都在不断努力实现政策、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突破。从目前看，宏观引领、中观协调、微观规制成为可选择的战略架构。一方面，宏观上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总基调不能动摇；另一方面，各地区、各行业围绕长江水系这一大空间，进行合理有序的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以期保证区域整体的高效发展。而这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则在于以技术创新和人才积累支撑的绿色经济发展体系的构建。实际上，2016年国务院出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也已指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原则，要坚持把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提质增效的新动力。因此，讨论该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问题时，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两个方面加以审视和判断，具有现实价值。

1  文献回顾
[bookmark: _Hlk40889268][bookmark: _Hlk41510335]一直以来，有关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非常活跃，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会直接减少环境污染，如张彬等[1]研究发现在能源短缺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双重约束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成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必要途径；黄菁等[2]构建了一个涵盖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发现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使用清洁技术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安超等[3]的研究则表明，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可以显著克服CO2[科技论文的规范要求，不要随意乱改动]排放带来的负效用，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Mahmood等[4]的研究认为，环境污染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得到显著改善；Chen等[5]将中国高校扩招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人力资本投资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减少污染排放；Twum等[6]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测算东南亚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时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高地区的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此外，朱金鹤等[7]、Ahmed等[8]、郑强等[9]、Zafar等[10]、占华[11]、Wen等[12]的众多研究分别从城镇化、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等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间接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认为，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如吴玉鸣等[13]发现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中级人力资本积累会加重环境污染，高级人力资本积累则会抑制环境污染；程广帅等[14]的研究发现，相较于低水平人力资本，高水平人力资本对环保的诉求更高，更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Dong等[15]通过探讨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我国SO2排放的影响发现，高水平人力资本能够通过强化环境规制降低SO2排放，但低水平人力资本起相反效果。
有关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主流研究范式是从环境规制角度出发，考察外部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创新的减污作用，检验了波特假说，如余伟等[16]的研究发现，适宜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创新、改善传统的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改善环境污染；宋德勇等[17]发现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从而产生技术创新效应，即促使资源型企业和制造业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如更新生产设备、优化生产工艺等，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高效的模式转变。此外，郝汉舟等[18]、Jiang等[19]、Kumbaroglu等[20]、贺俊等[21]、原毅军等[22]、王明康等[23]众多研究将技术创新与城镇化、金融发展、产业集聚等因素联系起来，考察了其关联效应产生的减污作用。但也有研究认为技术创新可能会加重环境污染，如Wils[24]发现创新主体往往会更倾向于个人利益而忽略集体利益，导致技术研发费用极少用于开发可再生资源，由此导致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Lanoie等[25]分析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发现，涉及到环境污染治理的研发投入是用来规避环境政策成本的有效途径，但并不能显著改善环境绩效；宋马林等[26]采用DEA方法将我国的区域环境效率分解为技术因素和环境规制因素，研究发现，即使近年来我国技术创新成果显著，但仍未能全面有效地提高环境效率，同时技术创新可能加速资源消耗，从而加重环境污染；孙军等[27]认为生产型技术进步往往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极易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因为生产型技术创新往往是处于技术创新的初级阶段，技术进步对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易造成资源浪费，工业废物的排放量也随之增加，白俊红等[28]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综上，已有研究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各自具有明确的减污效应，不过涉及到二者的共同作用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仍不多见。虽然为数不多的文献讨论了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在减污过程中的关系，但这一领域的研究逻辑仍显模糊，如Goldin等[29]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本丰裕度的提升以及资本边际生产率的降低，厂商的技术选择更多地偏向劳动投入型，以便发挥人力资本的递增作用来实现产出的绿色增长；霍伟东等[30]认为技术在高水平人力资本的支撑下往往会形成更加关注环保要求的创新。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已成为当下及未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双支柱，且二者之间具有明确的相互关联效应。因此，本研究采用机制分析，进一步明确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水平的影响途径。将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纳入环境污染的研究框架中，将长江经济带作为研究区域，深入剖析该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纳入技术创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考察其在人力资本积累减污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并通过机制分析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途径；此外，利用空间重心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空间重心以及污染转移轨迹，并且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区域，讨论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异质性问题，以期为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绿色发展提供参考。
[bookmark: _Hlk41510349]2  理论解析
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着眼，按照Arrow[31]经典的干中学理论，生产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可以促使个体生产效率提高。以此为基准点，聚集人力资本积累变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大致可以形成如下基本逻辑：首先，在以简单人力资本投入为主的经济增长阶段，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较低，这一典型特征被Lucas[32]、刘智勇等[33]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此时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现象。其次，随着全社会劳动力的学习时间、培训时长、工作经验等的持续积累，经济体系中的人力资本水平会逐渐提升，全社会初级人力资本将向中、高级人力资本转化，张楠等[34]、张勇[35]认为如此一来，便会普遍提升劳动力的专业技能，从而有效驱动了全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且往往有助于提升经济体系的集约化发展水平，由此带动环保生产理念和生产技术的推广，从而推动环境污染的治理。
按照上述逻辑，结合长江经济带发展历程看，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长江沿岸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粗放式特征，严重依赖于以煤炭、石油消耗为主的一次性能源的大量投入，工业企业的生产排污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同时，欧阳峣等[36]，张月玲等[37]研究表明，当时长江沿岸地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相对不高，与之匹配的现代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普遍存在的低素质劳动力与中、低端产业结构的耦合决定了该地区的高污染态势。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面对严峻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时，我国的社会环境治理体系逐步完善、治理力度迅速增大，这对长江沿岸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及其劳动力素质提升形成了明显的倒逼机制，尤其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切实提高人口素质、尽快走上技术推动型发展之路以契合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成为长江沿岸地区最迫切的发展目标。在此作用下，以人力资本的持续高质量积累和自我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基础，以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为突破口，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问题持续得到缓解和改善。
既有理论和实践表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影响。这一影响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方式：第一，依据遵循成本效应，如Jorgenson等[38]、张彩云等[39]认为，环境规制意味着企业需要挤占生产性投入、盈利性投资等开支来支付污染治理成本，这可能会为企业造成潜在的成本损失；同时，考虑到企业对资源的消耗属于刚性需求，短期内企业无法改变生产结构和提高生产效率，由此，在预期环境规制长期存在的现实下，企业为了弥补预期损失，会加大基础性要素的投入力度，由此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从而产生绿色悖论现象，如同Sinn[40]、Wang等[41]、李菁等[42]的研究结论。第二，与上述情况相反，郭进[43]基于Porter等[44]提出的波特假说研究发现，由于企业生产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在适宜的环境规制刺激下，企业会逐步将遵循成本效应以及绿色悖论的约束转化为创新动力，增强投资、创新生产技术并改善能源消耗结构，实现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双赢。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取决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力度与环保政策的延续性。当环境规制的力度较为适宜以及企业预期环保政策将持续实施，企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改善生产技术和能源消耗结构，进而实现绿色发展、降低污染。
据此，判断长江经济带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时，仍需要结合具体的环境政策规制进行综合考量。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环保政策体系逐步完善、环保监管与执行力度日益严格，加之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专门针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问题的环保政策与法律法规，在营造出有效的宏观环境治理氛围的同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理念和生产经营方式给出了明确的监督与问责信号，这在客观上对以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带动的生产方式转变提出了明确要求，由此从正向激励和负向倒逼两个层面使地方政府和企业持续推进能有效降低环境污染的技术研发与应用，将有助于长期内缓解和改善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问题。
上述理论解析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治理具有明确的影响路径与机制。基于这一理论基础，借鉴既有研究，聚焦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实际则可以发现，就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发展诉求以及可持续发展困境而言，充分激发以高人力资本积累支撑的适宜性技术创新，进而形成二者互促的可持续发展局面，将有力支撑起本地区以绿色发展为主旨的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这一点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试图明确揭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及其二者的关联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逻辑（见图1）。



图1  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影响的逻辑架构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从现有文献看，用来反映地区整体环境污染的指标尚未达成完全一致标准，但多数研究会采用“三废”指标中的某个或全部指标来衡量环境污染程度。SO2是工业污染排放中最主要的污染物，是影响城市环境状况与居民健康的元凶，因此，参考杨仁发[45]的研究，选取工业SO2的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衡量指标。
（2）解释变量与调节变量。选取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关键解释变量，将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参考石大千等[46]的研究，将每万人普通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的数量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的指标；同时，参考任亚运等[47]的研究，采用2017年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城市创新指数作为衡量技术创新的指标。
（3）控制变量。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参考既有研究，将其他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纳入到控制变量。具体如下：第一，经济增长。有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研究大多围绕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展开讨论，即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如Brock等[48]的研究，本研究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进行衡量，并且为了验证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借鉴马丽梅等[49]的做法设置了人均GDP的二次项变量。第二，城市绿化。城市绿化建设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绿化程度以及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适度的绿化水平能够提升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与环境自净能力，对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50]。参考陈阳等[51]的研究，选取人均绿地面积作为城市绿化衡量指标。第三，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是否合理会显著影响资源配置从而影响环境污染[52]。参考关海玲等[53]的研究，采用财政支出占比作为其衡量指标。第四，人口规模。城市中人口规模的变化会通过生活效应对城市环境造成影响[54]，例如，人口规模增加会增加消费需求，尤其是对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生显著影响。参考葛翔宇等[55]的研究，采用人口总量对数值衡量人口规模。第五，消费。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影响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消费需求会通过生产过程消耗能源及排放污染，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参考武康平等[56]的研究，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
（4）中介变量。为验证可能存在的因果传导效应，分别引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两个中介变量。借鉴黄娟等[57]、张开迪等[58]的研究，将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作为产业结构的衡量指标，将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衡量指标。
[bookmark: _Hlk518675399]3.2  数据说明
本研究的对象为2003－2020年长江经济带的108个城市。主要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2017》；缺失数据采用Holt两参数指数平滑进行预测。为了减少异方差和统计偏误，对非比值型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各变量的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变量
	符号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SO2排放量
	Pollution
	t
	433.36
	479.75
	11.81
	3 007.34

	工业烟尘排放量
	Smoke
	t
	30 282.03
	21 802.51
	5 827.00
	73 170.00

	每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数
	edu
	人/万人
	164.15
	216.67
	0
	1 270.42

	城市创新指数
	inno
	分
	14.63
	54.68
	0
	908.80

	专利授权量
	patent
	件
	2 675.47
	7 696.77
	0
	95 525

	人均GDP
	pgdp
	万元
	1.20
	1.00
	0.02
	6.50

	人均GDP的平方
	pgdp2
	万元
	1.44
	1.00
	0.000 4【全表内同一指标统一小数位数】
	42.25

	人均绿化面积
	pgreen
	km2 
	6714.22
	14384.44
	80.00
	164 611.00

	财政支出占GDP比重
	fiscal
	
	14.95%
	6.89%
	6.33%
	28.31%

	人口总量
	pop
	万人
	493.73
	367.88
	70.91
	3 416.00

	消费总额占GDP比重
	c
	
	36.89%
	0.85%
	18.22%
	61.67%

	产业结构
	indus
	
	39.32%
	0.85%
	20.66%
	100.46%

	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万元
	88 793.65
	179 924.00
	102.00
	1 076 505.00


[bookmark: _Hlk516662339]
4  实证分析
[bookmark: _Hlk515815993]4.1  计量模型设定
[bookmark: _Hlk516040869]采用如下函数估算环境污染： 
                    （1）
4.2  模型估计     
[bookmark: _Hlk40889445]为考察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构建模型1如式（2）所示：

                                           （2）
为验证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是否存在非线性影响，在式（2）基础上引入二次项构建模型2如式（3）所示：

                                   （3）
为验证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环境污染过程中的作用，在式（3）基础上引入交叉项构建模型3如式（4）所示：
   
          （4）
式（2）～（4）中：i和t分别代表城市和时间；、和分别代表各变量的系数值；代表误差项。
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经过F检验与Hausman检验可以发现，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而非混合回归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为了避免交叉项与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交叉项做了去中心化处理。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Pollution
	Pollution
	Pollution

	edu
	0.297***
	0.627***
	0.550***

	
	(5.255)
	(3.568)
	(3.191)

	[bookmark: _Hlk24103870]edu2
	
			−0.044**
	−0.080***

	
	
	(−2.033)
	(−3.939)

	inno
	−0.311***
	−0.302***
	−0.016***

	
	(−15.943)
	(−15.433)
	(−10.431)

	edu×inno
	
	
	0.102***

	
	
	
	(3.672)

	pgdp
	−0.008
	−0.001
	−0.976***

	
	(−0.074)
	(−0.011)
	(−3.769)

	pgdp2
	0.068***
	0.073***
	0.333***

	
	(4.699)
	(5.023)
	(3.762)

	pgreen
	−0.243***
	−0.252***
	−0.133***

	
	(−6.840)
	(−7.084)
	(−3.781)

	pop
	1.331***
	1.285***
	0.166

	
	(6.366)
	(6.168)
	(0.941)

	fiscal
	−1.657***
	−1.702***
	−0.146***

	
	(−5.367)
	(−5.512)
	(−5.732)

	c
	−1.763***
	−1.911***
	−2.878***

	
	(−4.557)
	(−4.851)
	(−9.964)

	_cons
	−2.826**
	−3.038**
	10.886***

	
	(−2.006)
	(−2.122)
	(9.901)

	R2
	0.383
	0.383
	0.351

	F
	141.717***
	126.043***
	98.905***

	N/个
	1 944
	1 944
	1 944


注：1）*、**、***分别在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数值为t值。下同。

[bookmark: _Hlk41491006][bookmark: _Hlk41510480][bookmark: _Hlk40886257]模型1中，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将加重环境污染，这一结论似乎有悖于常识，但进一步结合以上有关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存在阶段性特征。通过模型2和模型3可知，人力资本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但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即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倒“U”型，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这意味着在人力资本水平达到一个定值后，其将具有明确的减污效应。而技术创新系数在3个模型中均显著为负，即技术创新能够显著降低环境污染。这表明，考察期内长江经济带的技术创新体现了环境友好型特征，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此外，模型3中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技术创新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联存在正向调节效应。
[bookmark: _Hlk2509620]依据边际效应理论，对模型3中的edu求导可得
                                      （5） 
进一步对inno求导可得
                                                      （6）
式（5）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影响的边际效应为，其中，表明技术创新会影响边际效应，而这一影响可以视为调节效应。式（6）中的调节效应为，若为正值，则表明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环境污染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究其原因，技术创新一般具有显著的外溢性特征，如Coe等[59]、阳立高等[60]的研究所述，因此，持续研发创造出新产品及新生产工艺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本，以尽快掌握生产技巧与应用能力，由此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并有助于改善环境。然而，Acemoglu等[61]的研究表明，技术研发或引进时若未与本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相匹配则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由此，人力资本积累作为重要的要素禀赋，其与技术创新的低适配性会影响新技术的应用与吸收，从而阻碍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林毅夫等[62]、李飞跃等[63]的研究所述，同时可能会通过削弱地区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而加重地区的环境污染。
张云等[64]、何兴强等[65]的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对新技术的吸收能力有待提高，对技术溢出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王宇昕等[66]、张治栋等[67]发现长江经济带也不例外。因此，面对环境污染治理问题，长江经济带不一定要硬性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创新的完全协同，而是在二者发展演化的进程中充分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尤其是按照本地区不同地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研发和引进最适宜技术，以自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本的适配性。实际上，这一过程可能在短期内得以实现，这可以从交叉项的系数值得以佐证，因为这一为正的系数值较小，可能短期内将反转为负值。
综上所述，人力资本积累减污效应的发挥需要经历一个“治理无效”的阶段，同时，若人力资本水平无法与技术创新水平相匹配，人力资本积累的减污效应将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5 稳健性检验
5.1  内生性检验 
受制于面板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使得实证参数估计可能会存在有偏和非一致性，从而会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故在进行实证检验时需要考虑解决内生性问题。已有研究中解决内生性的传统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然而从模型外部选择合适的工具变量难度很大，因此参考盛斌等[68]的研究，选取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将人力资本及其二次项的滞后1期重新带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回归。为考察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依次通过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检验，发现不存在不可识别问题或是弱工具变量问题，故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从加入滞后期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看（见表3），二者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5.2  变量替代   
为了避免因指标选取导致的回归误差，将环境污染指标和技术创新指标分别进行了替换。环境污染指标替换为工业烟尘排放量；技术创新则以专利授权量替换，但由于专利授权量指标数据有所缺失，故只选取了2003年到2015年的106个城市进行回归，同时由于专利授权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差距较大，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变化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将专利授权量进行1%水平下的缩尾处理。如表3所示，变量替代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3按此涉及，后两列“变量”左边应加一条竖的双细线】
表3  基准回归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Pollution
	变量
	Smoke
	变量
	Pollution

	
	内生性检验
	
	替换环境污染指标
	
	替换创新指标

	L-edu

	0.647***
	edu

	0.225***
	edu

	25.014***

	
	(3.547)
	
	(2.844)
	
	(4.292)

	L-edu2

	−0.041*
	edu2

	−0.030***
	edu2

	−0.015***

	
	(−1.842)
	
	(−2.894)
	
	(−3.520)

	inno

	−0.325***
(−17.841)
	inno

	−0.042**
(−2.315)
	patent

	−0.087*
(−1.950)

	_cons

	4.748***
	_cons

	10.332***
	_cons

	8.9e+03

	
	(11.226)
	
	(8.510)
	
	(0.5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R2
	0.424
	R2
	0.089
	R2
	0.093

	F
	158.250***
	F
	19.703***
	F
	12.991***

	N/个
	1 836
	N/个
	1 944
	N/个
	1 378


注：1）L-edu代表人力资本积累（edu）的滞后1期，L-edu2代表人力资本积累平方项（edu2）的滞后1期；2）Smoke代表工业烟尘排放量；3）patent代表专利授权量。
6  影响机制
1995年，Grossman等[69]提出了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当一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人均收入的增加会带来环境污染，当人均收入达到转折点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能显著降低环境污染。但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改善环境污染，倒“U”型拐点的出现取决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升级、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等因素。王敏等[70]、许宁等[71]认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以此为着眼点，审视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联，其作用机制可形成如下逻辑关系：一方面，低水平的人力资本供给会更加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力资本供给相对不足，这将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受阻[72]，此时，进一步考虑技术创新可以发现，人才支撑不足难以逆转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而且此时技术创新往往倾向于生产型创新，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使环境污染加重[73]；另一方面，高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会通过增加专业技能人才供给以及知识溢出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62]，此时将技术创新考虑在内，有足够的高水平人力资本为基础，技术创新往往更易满足环保要求，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改善环境污染，由此形成有助于环境污染治理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bookmark: _Hlk41510510][bookmark: _Hlk40886140]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环境污染的另一重要因素。现有的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有“污染光环”和“污染天堂”两种假说。其中，“污染光环”假说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为东道国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进而提升东道国的环境质量[74]；“污染天堂”假说指的是污染密集型企业往往会设立在环境标准相对较低的国家，导致低质量外资的进入，使东道国成为污染天堂[75]。结合长江经济带的实际情况，首先，在人力资本水平或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期，其无法满足绿色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因此可能会加重本地区的环境污染，但外商直接投资往往具有产出的规模效应、能够促使东道国的经济持续发展[76]，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所导致的环境污染可能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状况会得到持续改善。其次，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地区对于劳动者的素质提升以及技术创新等会更加重视，先进的技术以及人才储备等往往会促进外资企业有条件、有意识地执行更加规范严格的污染排放与环境质量标准，从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外资的技术层次越高、生产规模越大，生产过程越清洁。因此可以预想的是，将技术创新考虑在内，高水平人力资本能够通过污染光环效应改善环境污染。
[bookmark: _Hlk40886196]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认为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传导机制，因此将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和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作为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污染光环效应的衡量指标，并构建模型分别见式（7）（8）：

[bookmark: _Hlk518129893]                      （7）                                                                                                         

（8） 
[bookmark: _Hlk516648594]式（7）（8）中：为中介变量；为【什么？】。
参考温忠麟等[77]研究，对式（7）进行检验，重点关注系数、以及是否显著；同时，对式（8）进行检验，若系数、、 和显著，证明中介效应存在。结果如表4所示。
6.1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表4中，人力资本积累二次项对产业结构影响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人力资本积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U”型关系，即当人力资本存量较低时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当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则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其次，技术创新系数显著为正，证明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后，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技术创新在人力资本积累影响产业结构的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效应。而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二次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但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积累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环境污染产生倒“U”型影响。
6.2  污染光环效应
如表4所示，人力资本的二次项、技术创新对外商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证明了人力资本积累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U”型关系且技术创新能够促进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的二次项对环境污染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外商投资满足“污染光环”假说且在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积累能够通过污染光环效应与环境污染产生倒“U”型关系。
综上所述，在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影响环境污染。
表4  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效应
	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污染光环效应

	
	indus
	Pollution
	fdi
	Pollution

	indus
	
	−0.053***
	
	

	
	
	(−17.940)
	
	

	fdi
	
	
	
	−0.004**

	
	
	
	
	(−2.300)

	edu
	−2.006***
	0.427***
	−2.437**
	0.408**

	
	(−3.443)
	(2.683)
	(−2.258)
	(2.105)

	edu2
	0.481***
	−0.054***
	0.563***
	−0.064***

	
	(5.859)
	(−2.851)
	(3.699)
	(−2.793)

	inno
	6.575***
	−0.009***
	11.253***
	−0.017***

	
	(8.224)
	(−6.349)
	(7.600)
	(−9.970)

	eduinno
	0.188***
	0.056**
	1.563***
	0.093***

	
	(2.715)
	(2.154)
	(12.181)
	(2.874)

	_cons
	55.070***
	13.533***
	−52.814***
	3.644***

	
	(6.890)
	(13.207)
	(−3.568)
	(2.9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531
	0.449
	0.421
	0.368

	F
	206.802***
	134.969***
	132.916***
	96.693***

	N/个
	1 944
	1 944
	1 944
	1 944



7  拓展分析
长江经济带的11个省市在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环境治理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因此，为验证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关系是否会因环境和条件的差异而存在显著不同，参考刘程军等[78]的研究，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大区域（以下简称“三大城市群”），讨论可能存在的空间异质性问题。为更好地了解三大城市群的环境污染状况的基本差异，对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空间重心的动态变化轨迹进行分析发现（见图2），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空间重心经度向西移动1.49°E，纬度向南移动0.70°N，表明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污染空间重心正逐步向西南方向移动。

图2 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空间重心移动轨迹

由表5可见，三大城市群中，技术创新均能显著降低环境污染，但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其的调节效应均呈现显著差异。首先，长三角城市群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这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水平居三大城市群之首（见表6、表7）。近年来，随着人力资本积累，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状况随之缓解，呈现倒“U”型关系，当引入技术创新作为调节变量时，能够在人力资本积累减污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效应，这与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状况一致，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创新适配性较高，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而增强了环境污染治理能力。其次，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力资本的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交叉项不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技术创新并未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具体看，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高，能起到显著的减污作用，但技术创新水平相较于长三角城市群仍具有较大差距，无法与本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进行高效匹配，导致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此外，以成渝城市群为样本的回归结果看，人力资本的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不显著，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的交叉项不显著，说明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人力资本积累会显著加重环境污染，且技术创新尚未起到明显的调节作用。究其原因，成渝城市群的人力资本水平最为薄弱，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低水平的人力资本会显著加重环境污染。并且成渝城市群的技术创新水平相对较低，环境污染的治理效果明显低于其他两大城市群，调节作用也尚未显现。
表5  三大城市群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变量
	Pollution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中游城市群
	成渝城市群

	edu
	28.406***
	28.270***
	11.054**

	
	(4.875)
	(4.702)
	(1.989)

	edu2
	−0.015***
	−0.015***
	−0.004

	
	(−3.443)
	(-3.268)
	(−0.953)

	inno
	−56.153***
	−36.134**
	−31.505***

	
	(−3.095)
	(−2.327)
	(−4.108)

	eduinno
	0.066**
	0.016
	−0.046

	
	(2.184)
	(0.507)
	(−0.634)

	_cons
	5.1e+04***
	4.9e+04***
	−7.6e+04**

	
	(3.574)
	(3.409)
	(−2.4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144
	0.142
	0.135

	F
	23.528***
	23.002***
	21.827***

	N/个
	1 944
	1 944
	1 944



       表6  三大城市群每万人高等院校在校生数          单位：人/万人
	区域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长三角城市群
	244.37
	1 270.42
	4.73

	长江中游城市群
	196.17
	1 176.28
	14.66

	成渝城市群
	119.84
	615.42
	1.00



表7  三大城市群的创新指数                     单位：分
	区域
	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长三角城市群
	40.91
	908.80
	0.01

	长江中游城市群
	7.43
	256.36
	0.04

	成渝城市群
	10.34
	278.23
	0.02



8  结论与对策
本研究通过实证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得出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能够改善环境污染；（2）技术创新能够正向调节人力资本积累对环境污染的影响；（3）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和外商直接投资进而影响环境污染，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持续保持调节作用；（4）异质性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情况最为乐观，长江中游城市群中技术创新未起到显著调节作用，这与其技术创新水平较为低下有关，而成渝城市群的人力资本水平最低，其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为严重。
长江经济带自成立以来经历了快速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问题一直是值得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在大力发展长江经济带的同时，可以关注以下几点：（1）加快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高度重视教育发展以及员工在岗培训等，持续深入开展人才引进工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技术创新提供人才保障。（2）持续扩大区域性技术创新扶持力度，加大技术创新经费投入力度和政策支持力度。（3）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吸收外资。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方面，持续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注重重污染工业的转型，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鼓励初创企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在加快吸收外资方面，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资金融通渠道提高引进效率，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环境监管，预防劣质外资流入，避免环境污染。
然而，人力资本与环境污染之间倒“U”型关系的阈值究竟出现在何时，以及技术创新对其二者间的关系的影响是否会改变阈值等问题，仍有待后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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